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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学的视角来看，一种犯罪行为的出现

绝非偶然，犯罪者所处社会的失范潜因是不可忽

视的。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必须由社会规

范控制；这些规范应该形成一个完整的，没有冲

突的体系；个人应该在道德上与他人发生关系，

以便一个自我完满的人的形象变成与我的形象不

能分离的形象，并且给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快乐规

定明确的界限。凡是存在着不明确的、彼此冲突

的、分散的地方，个人与他人就不存在有道德意

义的关系，或者没有规定获得快乐的界限，这就

是社会失范状态。［1］这一理论由迪尔凯姆最先

提出，而后，罗伯特·默顿等学者又延续其观点

继续深挖，完善并发展了社会失范理论。

近年来，国产犯罪片佳作迭出，而观众对于

这一电影类型的热烈反响也印证了市场的取向。

然而，将犯罪者作为主角，以犯罪事件作为刻

画对象的电影制作是颇具禁忌意味的，把握不当

将对社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如何更好

［1］郭星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淮阴师范

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从社会失范理论视角探析犯罪片的叙事策略

——以近五年国产犯罪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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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近年来，国产犯罪片佳作迭出。社会失范理论中关于社会失范、越轨行为的论述对追溯这些

国产犯罪片中犯罪者的犯罪动机以及反思社会规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制度调整空隙”

与“社会矛盾扩大”是影片中呈现的社会失范状态，而“创新”与“退缩”等越轨行为则

对人物刻画起到了塑形的作用。从社会失范理论视角探析犯罪片，目的是给予观众正确的

价值观引导，让观众思考犯罪背后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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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握犯罪片的叙事策略便显得格外重要。现阶

段，运用类型片发展的相关理论对犯罪片进行的

研究已经比比皆是，而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影片外

部，从社会学、犯罪学出发，依托社会失范理论

对犯罪片的叙事构建进行分析，或许能够带来更

具开拓性的新意和惊喜。

一、冲突着的矛盾社会：社会失范状态

的呈现

迪尔凯姆认为，“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

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

何，都叫作社会事实”。基于这样的认识，迪尔

凯姆确信犯罪并非源于其他的特殊原因，而是源

于它所从属的文化结构本身。因此对犯罪的研究

应始终与特定时期现存文化联系在一起。［1］简

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时期或急剧变迁时，社会规

范处于调整的状态下而呈现某种失范状态时，个

体为了满足过度膨胀的欲望而采用不适当的方式

达成，便产生了犯罪行为。

纵观近五年的国产犯罪片，创作者大致将镜

头聚焦于“制度调整空隙”与“社会矛盾扩大”

这两种社会失范状态。

第一种，是社会处于“制度调整空隙”这一

失范状态时，影片对犯罪乱象景观的呈现。

《南方车站的聚会》将时间设定在了20世纪

9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改革与社会变

革的风口时期，但经由国企改革，一大批工人下

岗。从“老大哥”变成了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还

未能适应改革下新生活的轨道。再往前追溯，中

国一共出现过三波婴儿潮，分别是1950年、1965

年和1980年前后。20世纪90年代，在第三波婴儿

潮出生的农村孩子纷纷长大，其中大部分念完初

中就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而在当时，大量初

期成立的乡镇企业倒闭，青壮年无法谋生，寻不

到出路，成了无业游民。大量的无业游民使得城

乡的治安恶化，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车匪路霸横行，各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成了藏污纳

垢的集中点。

故事发生在武汉野鹅塘湖区，是一个鱼龙混

杂，管理失序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大量的“灰黑

色人物”：有成群结队的“陪泳女”，有心狠

手辣的偷车党。偷车党形成了组织，甚至会开展

“小偷比赛”。他们“开会”的地点就选在某便

捷宾馆的一楼，面对不满意的势力范围分配，内

部两个小帮派直接选择了斗殴，战至酣处的黄毛

更是直接掏枪射击——就算在一个社群的内部，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相当原始和野蛮，为了自己

的利益可以轻易地刀刃相见。在乱象丛生的社会

里，所谓的道德与义气在金钱诱惑面前根本不值

一提。而面对血流成河的斗殴现场，宾馆老板除

了有些不情愿，却也见怪不怪。种种不安的因子

在城乡的灰处蠢蠢欲动，揭示了社会正处于失范

的危险状态。

第二种是社会处于“社会矛盾扩大”的失范

状态的影片背景搭建。

继迪尔凯姆之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其著

作《社会结构与失范》中将迪尔凯姆的失范观点

应用于分析美国社会，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

发展了自己的失范理论。他认为犯罪行为是社会

系统不平衡的产物。

《误杀》的创作者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在

了赛国（也就是泰国），并将批判的视角集中

到了社会财富与权力的巨大倾斜导致的阶级对

立上。在影片中，创作者极力塑造了一个法治

失真、当权者只手遮天的社会状态，其中一个重

要表征就是凸显“恶警察”的丑陋嘴脸。作为警

［1］韩笑莲、王广郊：《社会失范理论——浅析迪尔

凯姆和默顿的犯罪学思想》，《法制与经济（下半月）》

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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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桑坤非但没有保护平民的意识，反而用一种

高高在上的态度打压、欺诈弱势百姓。警察桑坤

作为一个强指向性的符号，指向了赛国法治的真

空与社会的失范。同时，观者也在开篇就立刻被

拉入了情境：连一名普通的警察都如此嚣张跋

扈，遑论那个溺爱孩子，替子出高价摆平故意伤

人案的警察局长拉温。所以，当发现妻女误杀素

察后，李维杰第一时间打消了报警伏法的念头：

“现在报警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由此，观众

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李维杰瞒天过海保护家人的

脱罪之路。

默顿进一步提出，如果社会成员利用合法的

手段能够达到其目标，就不会产生紧张和越轨行

为，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巩固。但如果目标与手

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出现不和谐的状态，就会

促使社会结构的瓦解，即价值崩溃、失范。［1］

《误杀2》虽然没有在情节上延续《误杀》的故

事，但是二者在背景设置和价值内核上有着非常

强的相关性。同时，《误杀2》直接地将主角林

日朗设置成了暴露在明处的、从法律角度无可辩

驳的劫持犯，更加细致地描绘了他面对阶级矛盾

扩大而产生的自体不和谐状态，以及最终暴起反

抗的心路历程。

《误杀2》营造出了医社保体系不完善，以

及阶层对立，黑色特权盛行的多重困境。林日

朗在面对来自金钱短缺的挫折时，已经因为无

法通过合法的、社会认可的手段达到筹钱的目

的了：医治儿子需要高昂的医疗费用，林日朗

倾家荡产也无法凑齐。唯一可能给予希望的医

疗救助申请却需要四十一天才能进行审核，于

是林日朗去借了高利贷——这是他向危险边缘

的试探。更加绝望的是，林日朗狼狈地准备好

了手术需要的费用，却发现已经与儿子匹配的

心源下落不明，这等于直接给孩子判了死刑。

面对“钱与势”皆无，只能被挤压在生死线上

的双重挫折，普通人林日朗已经无法用寻常的

途径去突围，这让他直接走向了挟持人质的极

端犯罪。影片通过强化对立冲突，将人物目标

和手段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为故事做好了社会

失范的背景铺设。片中还设计了一名意欲刺杀

医生，为妻子报仇的人物，他与林日朗一样放

弃了用合法的手段捍卫自己权益的抗争。借他

之口，林日朗的无奈被直接点明：“如果只是

因为钱，他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不会拿枪。”

从中，也能探知赛国社会阶级矛盾暗流汹涌，

危机四伏的社会失范状态。

二、“创新”与“退缩”：越轨行为对

人物的塑形

所谓的越轨，其实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社

会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社会创构说、规范

违反说、开放的越轨定义等几类来界定越轨行

为。然而要将视野限定在犯罪学领域，并从犯罪

学视角出发来探析社会现象，便需要明确的、区

别于“感觉”的科学定义。“从起源上来看，犯

罪学的诞生是不满于刑法在犯罪控制方面的无

力，因此，犯罪学必定要以法定犯罪为最主要的

关注对象。”基于这个判断，犯罪学视域下的越

轨行为便是违反道德准则和部分法律的行为，其

中部分法律包括了民商事法律、治安法规、经济

法和刑事法律的行为。［2］

默顿根据对社会文化所赋予的目标和实现这

些目标所需手段的态度把越轨分为以下几种类

型，即创新、退缩与反叛。由于近五年的国产犯

［1］韩笑莲、王广郊：《社会失范理论——浅析迪尔

凯姆和默顿的犯罪学思想》，《法制与经济（下半月）》

2008年第1期。

［2］谭远宏：《犯罪学视野下的越轨行为研究》，博

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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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片中对“反叛”［1］几乎没有着墨，因此下文

将结合影片重点论述“创新”与“退缩”两个

方面。

“创新”，是指人们接受获得权财的社会目

标，但是拒绝通过劳动，而是采用新的手段来实现

这个目标。所谓“新的手段”往往是不被社会制

度所认可的方式，例如偷窃、抢劫、诈骗、受贿

等。简而言之便是通过非制度性手段实现制度性

的目标。［2］“创新型”越轨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

的越轨类型，也是犯罪片中大量被呈现的类型。

影片《铤而走险》中的夏涛就是这一类型的

典例。夏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有钱才是

人。”在身受重伤之时，夏涛不顾一切地让救

治他的夏西去追回两百万的绑架钱，最终却因为

这一决定而错过治疗时间，失血过多，孤独地死

在了冰冷肮脏的废弃厂房。对于夏涛来说，没有

钱，就不是“人”，没有钱，就算有命活着也没

有任何意义。追逐财富的执念驱使他神挡杀神，

佛挡杀佛，走上了亡命天涯的道路。可以说，夏

涛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给了金钱，对自己的生命尤

此，他对其他人物的冷血手段便不显夸张。

如果说社会边缘人的创新型越轨行为是通过

偷窃、抢劫等手段实现的，那么在社会中有一定

影响力的人们，则更多通过偷税漏税、收贿行

贿，以及威胁恐吓等手段完成这一目标。《风平

浪静》中，李唐依托市长父亲与被其胁迫的建委

一把手宋建飞在房地产行业横行，通过权权交易

获得了大量财富后，他的野心依然没有得到满

足。为了全面开发富人区，他甚至直接对不愿搬

迁的万小宁痛下杀手，并做局嫁祸给宋浩。追

析李唐的成长过程，为朋友出头其实借助的是市

长父亲的威名；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高考升入

名校，也是因为父亲玩弄权力的结果。从这些细

节背后，我们不难猜测从小耳濡目染官场之声色

犬马的李唐是如何被权力与财富扭曲异化的，因

此，当故事时间从普通的高中生李唐跳跃到狡诈

的房地产商李唐时，我们不会感到奇怪——通过

非制度性手段能更加轻松地获得更为巨大的权

财，李唐何乐而不为呢？

“退缩”是指退缩者不再将社会总体认同

的目标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同时也抗拒社会

所认可的实现这类目标的正当手段，实际上就

是自暴自弃。“他们寄居在社会中，但逃避社

会竞争和社会现实，脱离社会的正常生活。酗

酒者、吸毒者、自杀者是这类人的典型表现。

当逃避完成以后，这种冲突就消失，个人就会

得到解脱”［2］。

《风平浪静》中，宋浩在少年时期失手“杀

害”了将他误认为小偷的万有良，这份罪恶感成

了宋浩的心魔，他从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沦落

为了只能隐姓埋名的石雕厂工人。宋浩在十五年

间自我放逐，导演也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几乎无欲

无求的人——他沉默寡言，开着一辆老旧的小破

车，面对热情的潘晓霜几乎无动于衷。不论是对

物质的追求，还是对性的原始欲望，宋浩都表现

出了游离于世俗之外的“淡然”。有观众认为宋

浩是低调，是害怕警察发现他与十五年前那场命

案的关联，但如果宋浩害怕的是被发现身负命

案，那么他不会冒险留在西园，更不会冒险与老

警长的女儿结婚。而在笔者看来，宋浩是在逃避

现实，试图摆脱自己良心的叩问，他的自暴自弃

实际上是一种“苦行僧”式的自己惩罚。与潘晓

霜结婚后，宋浩短暂地忘却了内心的冲突，重新

［1］“反叛”即拒绝接受普遍的社会目标和实现这些

目标的手段，而是希望通过反叛建立起与现代社会具有不同

目标的社会激进分子。参见谭远宏：《犯罪学视野下的越轨

行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第20页。

［2］谭远宏：《犯罪学视野下的越轨行为研究》，博

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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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了生活的方向，成了一名高速公路收费员，

但是他心灵深处的“退缩”阴影并没有消散。因

此，当新的危机袭来，宋浩心底的郁结再次占领

高地，他拿起刀捅向自己和父亲，通过自杀与弑

父完成了这场悲剧的“解脱”。宋浩的结局是令

人惋惜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人推向深渊，

他虽然善良敏感，但优柔寡断，不敢面对现实的

逃避倾向最终成了毁灭一切的匕首。

三、越轨与失范的现实意义之再审视

（一）赎罪之路

梳理近五年的国产犯罪片，几乎所有影片中

都出现了“赎罪”这一线索。犯罪者摇摆在越轨

行动与道德内省间，这种挣扎通过“赎罪”的形

式被呈现出来。

有学者从心理学出发提出了“聚合作用

论”。“该理论认为，社会条件、个体条件、越

轨行为这三者处于动态的作用之中，仅凭对任何

单一因素的分析，或只对这三方面进行孤立分

析，都不能对问题作出恰当的解答。只有对这三

方面的聚合作用进行研究，才能揭示越轨行为产

生的原因。”［1］《铤而走险》中的主角刘小俊

在影片里完成了巨大的人物转变，从唯利是图的

小人转变成了挺身而出，机智斗敌的英雄。虽然

从宏观上来看，刘小俊的转变给故事带来了更多

的张力，也使得戏剧的结构更加跌宕起伏，但是

从微观上的塑造来说，这种生硬的转变并不能让

观众买账。

从“聚合作用论”的理论视角倒推刘小俊越

轨行为发生转变的过程，不难发现影片并没有在

社会条件与个人条件的部分作出相应的变动。催

债人的压迫、地下赌场的诱惑，以及刘小俊自身

的浑浑噩噩都使他的道德感极度低下，几乎不用

其他外力的推动，他就自动滑入了犯罪的轨道。

当他发现被绑架的小女孩奇奇会遭遇危险时，刘

小俊心底的某一块良知被唤醒了。随着情节的推

进，刘小俊逐渐被奇奇与张茜等人所打动，最终

放下对财富的执念，选择通过自己的力量与警方

合力从悍匪夏西手中救出奇奇，完成自己的了

“赎罪之路”。

在上述过程中，社会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发

生改变，对刘小俊一类的犯罪分子将采取的制裁

举措依然如故；退一步看，促使刘小俊走上犯罪

道路的债款压迫也并没有消失，社会没有能给刘

小俊提供一个合法的制度化手段可以使其摆脱困

境。同时，在刘小俊身上，我们也没有看见质的

改变：如阶级的跃升，或是通过某件事后来自灵

魂深处的醒悟，使其重获个人目标等。因此，仅

仅因为人物情感的突然转向而急转直上的情节，

令观众摸不着头脑，也难以共情理解。这一问题

在国产犯罪电影中屡见不鲜，值得深刻反思。

同样行走在赎罪道路上的还有《热带往事》

中的王学明，他的变相“赎罪之路”，即试图回

归道德轨道，却又走向犯罪歧路的紊乱，其实

是社会中“真空”状态的暴露。所谓“真空”状

态，是指因传统因素解体与现代因素涌入之间而

出现的力量失衡状态。在“真空”状态下，社会

为其成员所提供的现存规范并不能全面覆盖人们

的行为。“人们在‘真空’状态中，可以遵循原

有的规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规范，还可以遵循自

己创造的规范，而无论遵循哪一种规范，其结果

都会受到其他规范的排斥甚至制裁。”［2］

《热带往事》的故事背景为1997年的广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当时的广

东地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飞速发展。但

在此欣欣向荣的大局面下，悄然增加的不仅有贫

［1］郭星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淮阴师范

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2］郭星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淮阴师范

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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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差距，还有因为城市现代化迅猛推进而带来的

规范失衡。

王学明在肇事逃逸后，其实有想过自首，但

在警察局内，他的自首就像一场笑话——忙得

不可开交的警察直接忽略了他的自首，一旁被

手铐铐住的女人像失了智一样疯狂嚎叫。象征

着秩序的警察局内一片混乱，暗示着当时规则的

被冲击，也即社会的“真空”状态。从这个角度

出发，王学明心底不愿意违法，不认可犯罪，却

无法在“真空”的社会中找到亡羊补牢的自洽之

法。于是乎，他的赎罪之路是伴随着越轨行为

的：在良心备受煎熬的情况下，王学明主动加入

了一场与他毫无关系的街头斗殴——他身负罪疚

赶，他渴望被惩罚，他尝试用越轨的行为来减缓

内心的矛盾——他的尴尬境地已无法被“真空”

状态下的任何一种规范所容纳。

（二）以“父”之名

国产犯罪片中，许多犯罪行为往往有“父”的

在场。这里所谓的“父”不仅指生理意义上的“父

母”，也指向了“当权者”所代表的权力压制。在

不同的影片中，“父”呈现出的姿态也是不同的。

在《风平浪静》与《兔子暴力》中，“父”

作为既善又恶的一面出现。

《风平浪静》中，宋浩的父亲宋建飞为了保

护宋浩，对被害者施以致命一击，这成为宋浩悲

剧人生的真正开端——正当防卫加上未成年人保

护法，宋浩很有可能得到从轻处罚。但父亲宋建

飞亲手断送了儿子通过合法途径为自己申诉的可

能。宋建飞出于对儿子的爱与善让自己走向了犯

罪的恶途，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给正处于三观建

立关键时期的宋浩带来了颠覆性的毁灭，这是宋

浩最终弑父并自尽的悲剧根源。

《兔子暴力》里，母亲曲婷的出现给极度孤

独的水青带来了光亮，水青变得自信开朗，这是

“父之善”的功效。然而，当曲婷遇到经济危

机，水青“挺身而出”，策划了一场令人心惊的

“绑架案”。曲婷站在“父”的角色上，却默许

着这一切的发生，虽然她并不是水青的法定监护

人，但作为一个理应给予孩子正确价值观引导的

成年人，她却将水青反向引到了犯罪的领域，这

则是“父之恶”的现身。

上述两部影片中，“父”的存在贯穿始终，

但他们应该起到的正向作用却缺失了，甚至打着

“为你好”，以及“为了我们”的旗号，将孩

子们拉入了深渊。面对这样的惨剧，我们不禁对

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源头——原声家庭——

进行反思。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家庭与校园都是

独属于他们的“小社会”，当“小社会”中出现

了失范现象，他们眼中大社会的规范也就无法建

立，在认识都被扭曲的情况下，越轨行为就很难

不发生了。青少年犯罪呈现在国产犯罪片中不是

主流，许多人将青少年犯罪归结于“性本恶”，

但真实情况是，在青少年犯罪事件中，犯罪者也

是受害者。

在《误杀》与《误杀2》中，“父”则是直接

作为恶的一端出现。拉韫为了找到儿子，利用警

察局长的身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便将李维杰一

家扣至警局审问。在发现素察罪恶地拍摄了李平

的私密视频后，拉韫为了维护儿子，强令Pony删

除视频，销毁证据，亵渎了警察的职位。后来，

为了逼迫李维杰一家说出素察的下落，她又用李

平的私密视频作为要挟，彻底失去理智，走向完

全的非法。从理应公正执法的“警长”退格到不

顾一切的“母亲”，拉韫以“父”之名默许了自

己的越轨。在《误杀2》中，市长对林日朗说：

“你不知道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孩子都能做出些什

么。”他深知自己不该利用权力破坏规则，却无

法割舍父子私情，心怀愧疚地走上了越轨道路。

在这一视角下，对权力持有者的自我约束问

题发人深省——以“父”之名的越轨不应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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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犯罪开脱的借口。“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是古往今来的人对“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的美好愿景。但一旦“小亲”与“大亲”相

冲突，“小子”与“大子”的性命只能择其一，

规则的制定与遵从只能是唯一标准。透过这两部

犯罪片，我们应当认识到，对权力持有者的权力

约束规则需要尽善尽美，否则在他们的世界里，

一旦目标与手段不匹配，带给社会的不稳定结果

将倍于普通的越轨：面对警察局长、市长的以

“父”之名，李维杰、林日朗也以“父”之名进

行反击，当社会中的人视规则为无物，社会也就

崩塌了。

（三）乌合之众

有学者从经济学理论分析越轨行为出现的原

因，认为理性行为的目的是在社会规范认可的范

围内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越轨行为的

目的则是通过违反社会规范的方式，以低于合规

行为成本的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这部分利益便

可被称为“越轨利润”［1］。

《误杀》的英文片名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意译成中文便是“乌合之众”，这也是

对全片内核的一个引申。在《误杀》与《误杀2》

中，均出现了群众暴起的情节。《误杀》片中，

当群众意识到所处社会的失范、规则的内溃，采

用合规手段所能获得的利益将微弱至极，他们出

于对利益（不仅局限于金钱）的追求，便在狂欢

式的群起中越轨，在乱象中追求最大化的“越轨

利润”。这是用越轨行为对抗社会的失范，是一

场对法制的“误杀”，这也是李维杰最后选择自

首的原因，他希望用自己的伏法换回秩序的稳

定——看见各处不法分子趁机而起对社会造成的

破坏，他意识到了遵守规则的重要所在。

从“越轨利润”的观点出发，我们打开了看

待大众集体越轨的新视域——在现实生活中，网

络暴力便是最常见的大众集体越轨，其广泛而

频繁出现的原因，或许正是由于这一行为所需要

的成本太低。《误杀2》的导演戴墨在采访中谈

到，设置在医院外的围观群众其实正是影射了网

络舆论中的暴力。人们隐匿在人群中，不负责任

地“无脑”跟风，肆意发出片面、充满私利的声

音。这种现象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与反思——

“越轨利润”无论是成本还是最终的收益都需要

得到更好的控制，从个人到社会都要警惕“越轨

利润”目标主体的扩张。

四、结语

近五年国产犯罪片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的

探索态势，创作者们试图用不同的视角讲好犯罪

故事，这样的发展是我们所乐意看见的，但值得

指出的是，由于犯罪片所涉及的现实因素纷乱庞

杂，许多创作者或许会在一番挣扎之后放弃用贴

近中国社会实情的背景进行故事架构，而仅将目

光聚焦到故事情节的铺陈上。从商业化的角度来

说，这样的尝试打开了犯罪片发展的新途径，但

这种策略也阻碍了犯罪片对社会与人性根源剖曝

的严肃内核的呈现。或许，在创作犯罪片的同

时，创作者应当不局限于展现犯罪事件本身，毕

竟与犯罪者共情不是拍摄犯罪片的目的，而应当

关注如何给予观众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让观众反

思犯罪背后的社会问题。

［谢柳薇、贾冀川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郭星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